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 social neurosis

(Freud ,1985)。Neurosis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 ,也译作神经症 ,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

神上的疾病 ,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 ,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

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的症状 ,比如强迫性神经症 、癔症以及恐

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 ,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 ,而是用以寻求一系

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 就此而言 , 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

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

突———之间”(拉普朗虚 、彭大历斯 , 2000:289)。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

的意见 ,将“症”改译为“征” ,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 ,以及在中文语境下

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 、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

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
＊

———读素德·文卡特斯《黑帮老大的一天》

孙飞宇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 ,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9年

秋 ,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

问题 。刚入学不久 ,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

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 ,从未到过芝加哥 ,因此对当地一无所

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

加哥黑人区 ,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

幸运的是 ,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 ,反倒以此离奇

的方式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 J.T.,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 、

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 。借由这一友谊 ,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

区 ,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 ,并且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

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 1989年至 1996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

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 。在本书中 ,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 ,为我

们描述了以 J.T.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 ,刻画了黑

帮 、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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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 ,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 ,

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 、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 ,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

的互动问题等等 。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① 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

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

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及美国主流

社会及其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 。就此而言 ,本书的贡献体

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 ,以及以美国为

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

一 、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

　　华康德曾经指出 ,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

(ghetto)的讨论中 ,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 。第一种是贫民区

这一概念的稀释化 ,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 ,以及

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与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 ,

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 ,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 ,

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 ,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

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 , 是从失组织

(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 , 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

(exc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 ,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

常态的方面” 。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

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

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 ,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

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 1997:342)。

由此可以认为 ,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 ,但

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 。此类传统的研

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 ,因此所提出的有

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

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 ,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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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伯特·泰勒区(Robert Taylor Homes)为芝加哥最大的黑人住宅区 ,本书作者与芝加哥黑

帮老大的交往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区。



后 ,在学界研讨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花太多

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Venkatesh , 2008: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

出的贡献恰好与上述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 。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

易事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

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

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 ,但对于主

流社会来说 ,贫困社区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 。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

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 。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

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 ,也体现在素德所屡

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 。

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

生活 ,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 ,“站队”有两层意义 。其一就是

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

家 ,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 ,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

代表。在调查中 ,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 ,还是

站在黑人这边? 你是站在警察那边 ,还是站在黑帮这边 ?你是跟着这

位帮派老大 ,还是跟着那一位 ?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

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 ,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 ,

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 ,即是否真正存在社

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

“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针对自我的提问 。在书

中 ,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

困扰时 ,他写道:

　　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 ,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 ,

这让我愤怒不已 。(Venkatesh , 2008:176)

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

中立的旁观者。在课堂讨论中 ,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这或许并不成为

一个问题 ,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

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 ,当他目睹当地居民受

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 ,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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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贪污腐败 、以权谋私的时候 ,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

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

更具实质意义的是 ,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到

类似问题的困扰 。今天的社会科学 ,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都

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 ,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 、量表

的使用 、文献研究的阅读 、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 、对统计学

知识的要求 ,以及电脑和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 。借助于雇佣的

调查人员 ,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 ,完成一次完

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

流。在这样的研究中 ,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可以

心安理得 ,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

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

(skin trade)(ONeill , 1972: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 ,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 ,或

者不是一门科学;而是说 ,“它仅仅意味着 ,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

而且专业的地位”(ONeill , 1972: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

中的困境 。

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

当” 。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 ,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 、接待

员 、护士 、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 。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 ,牙医

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 ,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

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

只有借助于它们 ,牙医才能在一种“专家 —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

腔工作” 。在此意义上 ,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 ,反倒越来

越不那么重要了 。

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

　　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

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 ,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

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 ,并拒绝接触病人 、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

事事的人 ,以防止其反诘自身 。(ONeill , 1972:7)

以此方式 ,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 ,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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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tic symbiosis)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 ,使得被研究者

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 ,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 。社会学研

究的结构越复杂 ,技术要求越高 ,实施成本也就越高 ,也就越来越成为

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 ,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

真正的贫困 、犯罪 、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 。

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

根源所在 ,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 。素德选择了

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 ,而非只“坐在

教室里讨论统计学” 。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 ,遭

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

问题 。

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才产生 ,而是胡塞尔等人开启的关于

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 。素德

的困境根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

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 ,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

而另外一方面 ,这一困境之所以隐而不彰 ,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

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与知识和价值的分离共谋。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

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

尬。与此同时 ,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

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

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 ,并非只是指现代社会以专业

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 、快乐 、家庭乃至于性的控制 ,更重要的一层

意涵在于 ,现代社会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 ,对于理性和非理性 、

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 、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

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

下 , “权力 、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 ,

以将个体的健康 、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 1995:40)。现代专业知

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

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

的知识医疗化。约翰·奥尼尔认为 ,“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 ,

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 1995:41)。从上述研究传统来看素

德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所面对的问题 ,可以发现 ,我们最后所获得的此种

分析领域 ,正有助于理解 J.T.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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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

　　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 ?如上所述 ,作为美国

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 ,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

所说 ,他刚刚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 ,与素德成长的家乡 ,即南加州中产

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 ,也与素德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

社会完全不同 。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

形态 。

罗伯特·泰勒区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 ,包括社

会资源 、经济资源 ,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 、商业活动 、警察 、医院 、政

府机构 ,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

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 ,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区特

有的“社区空间” ,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 。由于生存的需

要和资源的匮乏 ,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 。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

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 。

毒品的滥用为黑帮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

区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 。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

黑帮乃至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 ,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

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 。

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 、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 ,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

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文本中 ,他指

出 ,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

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

社会现象的分析 。他认为 ,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 ,已经从最初的暴力

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 。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

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 ,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 。

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 ,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 ,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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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于 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

则论》 ,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 ,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
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 ,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

的原则 ,使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 ,而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 ,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



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

之相应的 , “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 ,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arcuse ,1966: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

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 1966:46)。

罗伯特·泰勒区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 ,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

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 。从 J.T.以及

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 ,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

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惟一的途径)。也就是

说 ,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 ,并

因此而获得资源 。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 ,作为现代社会规训之重

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 ,在罗伯特·泰勒

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 ,反过来又使得该社

区在资源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

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

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

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 ,暴力的可能性 ,也就是攻击性 ,乃是文明发展

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 ,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

的过程 。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 、家庭 、继而种族 、人

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 ,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 1985:

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 ,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 ,还包括对

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 ,

“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

1985: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 ,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

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

社会中 ,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 ,进而融

进了社会机构权威 ,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 ,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

(Marcuse , 1966: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

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 ,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

求其限制的辩证法 。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

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 ,而这种指责 ,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

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 1959: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 ,

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 ,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 ,是我们

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 ,这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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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寻求任何理由 ,乃是`不言自明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 ,即

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 ,1950:68)。在

弗洛伊德那里 ,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 ,并与其社会特征一

起 ,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 。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 ,不可

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 ,禁止接触

乃是核心禁忌 ,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

症' ”(Freud ,1950:27)。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 ,个体也因此而

获得神经官能征 。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

求之间冲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 , “自我获得胜利 ,但是其代价是严

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 1985: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

间的冲突 ,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

承接弗洛伊德的思考 ,马尔库塞在其对工业社会里社会劳动的等

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的讨论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

里的进展 。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 ,而且`内含

着' 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 1966: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 ,在罗

伯特·泰勒区这里 ,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 —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

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 ,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

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 。

罗伯特·泰勒区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

不入 。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 ,这与以专

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 ,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

经验 。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区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 ,但是由于前

述的资源匮乏且暴力泛滥的特点 ,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 。

但无论如何 ,在主流社会看来 ,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形态 ,正如华康德

所总结的那样 ,是一个荒诞的非常态社会 。以 J.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

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 ,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

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 ,甚至是某些福利 ,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

市场 ,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 ,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 。贫民

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 ,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刺激着“主流社会” ,向他们提醒着自己的存在 。在本书中 ,我们可以看

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T.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 、帮派与帮派之

间的战争 ,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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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征在于其展示性 。J.T.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 ,帮派与社区

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 ,主流社会在文

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 。但与此同

时 ,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

去意义化 ,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

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 ,是指在前述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

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 ,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存在一种概念

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 ,主流社

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 ,意识形态乃

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 ,并在其中产

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

此 ,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 ,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

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 。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

仰系统”(转引自 Moon ,2006:265)。在此类塑造中 ,贫困社区以及贩毒

黑帮成为了犯罪 、罪恶 、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

罗伯特·泰勒区提供了现实原则 ,而罗伯特·泰勒区使得主流社会对其

充满了厌恶 ,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 ,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

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 ,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

求正义 、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

消灭贫穷和暴力 ,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 。而弗洛伊德所

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 ,也即“接触恐惧症” ,在这里也堂而

皇之地存在: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

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

区 ,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 ,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

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 ,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 。另外 ,素

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 ,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 ,要求不要与

黑人贫民区接触 ,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 ,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

告 ,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

因此 ,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 ,可以将

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 ,神

经官能征从个体身心的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冲突 。文明的进

展正是基于各种永恒的冲突之上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 、

攻击性与规训 ,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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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他现代文明的负面部

分的分析 。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 ,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区以及

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

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 。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

生 ,如影随形 ,一体两面 。它充满活力 ,来势汹汹 ,不断地骚扰文明社

会 ,使其痛痒难当 ,无法安心 。在充满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 ,由

国家权力所强力支持的常规“工作流程” 、“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

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 ,并同时提供了工作 、健康 、教

育等等权利 。罗伯特·泰勒区和 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

身 ,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

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

经济支柱的地位 。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 ,

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 ,也正如素德在本

书中所展示的 ,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 ,而且其意义更多地针对

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 ,笔者认为 ,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 ,最为重要

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

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 。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

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 ,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

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 ,是使得以罗伯特·泰勒区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

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 。

三 、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

二元论 ,而是希望可以借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

元论的生长机制 。在这一方面 ,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

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 。与此同时 ,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

传统中 ,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 、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

的思考 ,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 ,将个体

性 、犯罪性的暴力与机构性 、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 。在此区分之下 ,

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标志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

考的范畴(ONeill , 19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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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而建立的现代文明中 ,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

合法暴力的可能性 ,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

性的范畴 ,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 , 1982 1939)。但是以

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 ,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

不满 ,包括战争 、暴力 、贫困等等 ,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 。正是

在这里 ,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 ,约翰·奥尼尔认为 ,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 ,居于核

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

明提供新的动力 。他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

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

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 ,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疗治性的

国家形态中 ,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 ,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 、自

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奥尼尔 ,

1999:2)。就此而言 ,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

意义的全部 ,他转而主张一种对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讨论:

“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 ,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

自然 、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 ,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

庭的工业化”(奥尼尔 ,1999:6)。对于奥尼尔来说 ,交往身体既是“所有

社会的道德基础 ,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 ,

1999:8)。

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 ,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

常分析的空间 ,然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

视。个体层面的社会神经官能征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

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 ,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

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

种反思与重构 ,对于面向转型社会 、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 ,

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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